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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评价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文章以 2003—2018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

Super-EBM 模型测算其经济与生态效率,以 Kernel 密度估计等分析其时空格局,采用网络两阶段模型测

算其资源与环境效率,以 Dagum 基尼系数进一步考察其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最后以面板 Tobit 模型实证

分析影响因素的驱动差异。 研究显示: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效率均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特征,且下

游、中游、上游效率水平递减的分异特征显著,效率分布均存在“单峰”和“双峰”分布交替变化特征,环

境压力对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不一;资源效率与经济效率总体相近,环境效率呈“长期微弱下降—
短期急剧上升”的变动态势,资源与环境效率主要区域差异来源均为超变密度,区域间差异次之;经济发

展和创新能力对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呈一定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则呈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

和财政支出对资源效率呈负效应,对环境效率则呈正向效应,各影响因子对上中下游的驱动作用存在显

著异质性。 在研究基础上提出建立合作共识、推动绿色转型、实施创新发展、扩大绿色金融、调整政府干

预、规范外资引入等提升区域投入产出效率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投入产出效率;Super-EBM 模型;网络两阶段模型;空间格局;面板 Tobi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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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资源丰富,产业发达,当前经济总量占全国 44%以上,是
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 伴随经济发展,长江经济带城市化、工业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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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生态环境的压力日趋增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长江沿线污染排放总量大、强
度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仍在持续,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 为保护长江生态,促进与经济的

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导

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2016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因此,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长江经济

带经济建设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此背景下,科学评价区域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
并关注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实现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区域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学术界已有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效率核算方法、
评价体系构建、区域效率时序演变特征及空间分异等,从不同研究视角、尺度、领域等构建效率评价

体系,多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进行效率评价,研究视角主要包

括:其一,经济发展视角下的经济效率(或称资源生产率),主要用于衡量一定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以最少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时经济效率最高[1] 。 国内外区域经济效率研究以国家[2-3] 、省域[4] 、城
市群[5]等对象为主,重点关注区域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如李郇等以中国 202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为对象,测评发现 1990—2000 年间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较低,且规模效率是影响中国城市效率空间

格局和时空变化的主要因素[3] 。 其二,随着环境因素在投入产出研究框架中地位的提高,单纯的经

济发展视角已无法满足研究需要,逐步扩展到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视角下的全要素

投入产出效率分析[6] 。 为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重考量,德国学者 Schaltegger 和 Sturm[7] 提

出“生态效率”概念,认为生态效率是“增加的价值与增加的环境影响的比值”,该概念于 1996 年首

次引入我国[8] 。 国外区域生态效率的研究多以国家尺度展开[9-10] ,国内学者则做了大量区域生态

效率相关研究,既包含环境约束下经济活动绩效总体评价,也包含结合旅游[11] 、能源[12] 、农业[13] 、
工业[14]等的主题研究,研究尺度包括全国[13-14] 、经济带[15] 、城市群[16] 、省域[17] 等,相关区域研究多

以结合时空分析方法重点探索区域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如郑德凤等发现 2000—2015 年中国大陆

生态效率水平呈下降趋势,且东部地区效率水平较高[18] ;部分研究关注影响区域效率的关键驱动因

素,李强和高楠发现科技创新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但经济增长却降低了城市生态

效率[19] 。
现有文献对区域投入产出效率做了丰富的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传统投入产出

DEA 模型在处理面板数据时将每个时期构造的前沿面看作是相互独立的,使得效率测度结果具有

跨期不可比性,且传统 DEA 模型不考虑或者过度考虑松弛变量而导致测算结果偏离实际;二是区域

投入产出效率评价大多从单效率角度进行分析,经济效率忽略了环境要素影响,生态效率尽管综合

考量了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压力,但无法了解加入环境压力对区域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最
后,由于 DEA 模型通常将投入产出过程看作一个“黑箱”,忽视系统内部的具体运作过程,这在将环

境压力加入投入产出框架后更为明显,由于缺乏对生态经济系统内部不同过程的驱动研究,无法解

决效率提升的关键问题,使得对投入产出效率提升的路径探索尚有不足。 鉴于此,本文选择长江经

济带城市为研究对象,首先,科学构建投入产出效率的评价体系,采用全局参比的 Super-EBM 模型

使测算结果更加准确并实现跨期可比,综合使用传统效率模型、非期望效率模型以及网络两阶段

2



钟业喜,等　 长江经济带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DEA 模型,以多模型多视角科学测度区域投入产出效率;其次,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

带投入产出效率的时空差异进行分析,讨论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水平的时空差异;最后,在打开效率

系统分析“黑箱”的前提下,利用面板 Tobit 回归模型探究影响系统不同阶段效率的关键因素,为推

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效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以传统效率模型测算区域城市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对比分

析不同模型下的城市效率水平差异,分析不同城市经济效益水平和生态效益水平,初步分析在原有

投入产出框架下加入环境压力对不同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水平的影响;其次,鉴于当前生态效率分析

的“黑箱”问题,将经济效益和环境压力的产出过程作合理区分,以进一步直观展现城市资源效率与

环境效率的水平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有效路径。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 效率测度模型

(1)Super-EBM 模型。
数据包络方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是常见的投入产出效率测度方法,Tone 和

Tsutsui[20]提出兼容径向(CCR)与非径向(SBM)混合距离函数的 EBM 模型,能够消除因考虑单一距

离函数导致的测算结果偏误。 为综合考量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本文首先在不考虑非期望产出前提

下使用传统 Super-EBM 模型测度城市经济效率,随后在此基础上纳入污染指标作为约束条件,构建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Super-EBM 模型以测算生态效率,以探究非期望产出约束对城市投入产出效率

水平的影响,仅列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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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1)中: r∗ 为模型测算的最有效率值, xi0、 yr0、 up0 分别为 DMU0 的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

出; s -i 、 s +r 、 s -p 分别表示投入松弛、期望产出松弛和非期望产出松弛; w -
i 、 w +

r 、 w -
p 表示各项投入指

标、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权重; θ 是径向条件下的效率值,可以通过计算得到; ε 是 Super-EBM
模型中代表非径向部分重要程度的核心参数,其取值范围为[0,1]。 当 ε = 0 时,EBM 模型相当于

CCR 模型;当 θ = ε = 0 时,EBM 模型变为 SB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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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两阶段 DEA 模型。
为尝试打开城市投入产出过程的“黑箱”,参考现有研究[6] ,将城市投入产出系统划分为经济社

会效益产出阶段和环境压力产出阶段两个阶段(图 1),以经济社会效益产出为中间变量,中间变量

既是阶段 1 过程的产出,同时又是阶段 2 过程的投入,其中阶段 1 以资源消耗为投入,表现为经济社

会效益产出阶段的资源效率,阶段 2 以环境压力为非期望产出,表现为环境压力产出阶段的环境效

率,以网络两阶段 Super-NEBM 模型[21]进行两阶段效率分解。

图 1　 网络两阶段 DEA 模型示意图

2. 时空分析方法

(1)Kernel 密度估计。 Kernel 密度估计是由 Rosenblatt 和 Parzen 提出的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
主要被运用于空间非均衡分布的研究,通过连续的密度曲线描述变量的分布动态演进,进而反映其

分布的位置、形态和延展性等[22] 。 本文使用高斯核密度函数[23] 对长江经济带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估

计,其分布位置反映城市投入产出的效率水平,波峰则反映效率极化的趋势。
(2)Dagum 基尼系数。 Dagum 基尼系数可反映总体差异,并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贡

献、区域间差异贡献和超变密度贡献,该系数可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差异,讨
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差异、地区间差异以及各地区交叉重叠对总体效率差异的贡献率

大小,揭示投入产出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具体公式见刘华军和赵浩[24] 。
3. 面板 Tobit 模型

由于长江经济带城市投入产出效率范围均在 0 以上,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参
数估计结果将有偏且不一致。 为进一步考察长江经济带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的驱动因素,采用受限

因变量的面板 Tobit 模型[25]进行回归分析,其具体模型如下:

Y =
Yt

i =β0 +β jX t
i + εt

i,Yt
i > 0

0,Yt
i ≤ 0

{ (2)

式(2)中: Yt
i 为因变量; X t

i 为自变量; β0 为常数项, βi 为待估参数( j = 1,2,… ); εt
i 为误差项。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投入产出指标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15,19,26] ,构建包含资源投入、经济社会效益产出和环境污染在内的投入产出

框架。 选取的投入指标包括城市固定资本存量、科学技术投入、劳动力、水资源、能源和土地。 城市

固定资本存量的计算参照单豪杰[27] 的做法,采取永续存盘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K i,t = (1 -

δ)K i,t-1 + Ii,t 、 K0 = I0 / (gi + δ) ,其中 K i,t 和 K i,t-1 是 i 城市在 t 年和 t-1 年的资本存量, Ii,t 是以不变

价衡量的 i 城市在 t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实际投资, δ 为固定资本折旧率,本文取 10. 96%, K0 是基期

资本存量, I0 是基期全社会固定资产实际投资, gi 为 i 城市在研究期内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几何

平均增长率。 科学技术投入以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部分表征,劳动力投入以个体从业人员、城
镇私营与单位从业人员的汇总数据表征,采用全社会供水量、全社会用电量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

别表征水资源、能源和土地资源投入。 选取的产出指标包括期望和非期望产出,以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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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征经济社会效益,非期望产出以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

烟尘排放量表征。 科学技术支出、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均以 GDP 指数平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平减。
2. 影响因子指标

借鉴已有研究文献成果[19,28] ,选取以下几类影响因素:(1)经济发展水平(PGDP)。 以 2003 年

为基期平减的各市人均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2)产业结构(ST)。 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表示。 (3)金融发展( FI)。 以各市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与 GDP 的比值表

示。 (4)财政投入(GO)。 以各市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表示。 (5)对外开放( OP)。 以各市实际

使用外资额与 GDP 的比值表示。 (6)创新能力( IN)。 以各市专利授权量表示,考虑创新影响的滞

后性,滞后两期加入回归模型。
3. 数据来源

为保证面板数据的平衡性,剔除研究期内出现行政区划变动的巢湖、铜仁和毕节 3 市,最终选

择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自 2004—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部分地级市 GDP 平减指数、人均 GDP 平减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及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缺失严重,以各省相关指数替代,部分指标缺失值通过插值法和几何增长率法等

进行合理补全。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城市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

1. 城市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基本格局

本文采用全局参比的传统和非期望 Super-EBM 模型测算出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的经济效率与生

态效率(图 2)。 总体上,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水平分别介于 0. 753~0. 884 和 0. 772~0. 897 之

间,均呈先降后升的“U”形变化趋势,总体效率水平均有所下降。 2003 年始,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率与生态

效率均快速下降,以要素集聚为主要驱动手段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伴随成本上升、资源浪费与环境恶

化,经济效率在2007 年达到最低点,随后表现为较为稳定的上升态势,生态效率则持续波动下降并于2013
年达到最低点,随后逐渐上升,上升态势较同期经济效率更为明显。 分区域看,各区域效率变动与总体相

近,下游地区城市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水平均大幅领先中上游地区。 下游地区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其
经济发展方式与资源配置能力均有利于其实现较高效率水平的经济发展,同时作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地区,其生态效率也相对较高;研究初期中游地区经济效率水平一直略高于上

游地区,作为承接下游地区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2011 年后中游地区经济效率快速上升,并迅速拉开了与

上游地区的效率差距,但在 2015 年后随着产业结构深入调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同时中游地区生

态效率长时间处于较低水平,2012 年后伴随经济效率的大幅提升以及生态文明战略的深入实施,生态

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主要受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影响,上游地区经济效率相对较低且长期未能有效

提升,但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在 2014 年后实现了生态效率的提升。
2. 城市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分布动态演进特征

为进一步探索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与生态效率的时间变动特征及其差异,运用 Stata16. 0 软件,
采用高斯 Kernel 密度函数对 2003、2008、2013 和 2018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与生态效率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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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生成核密度曲线(图 3),以反映区域城市经济与生态效率的总体演进特征。 总体上看,在 4 个时

间截面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与生态效率的核密度曲线大致相似,主要呈现“单峰”和“双峰”两种

分布形态交替演变趋势。 2003 年总体效率处于较高水平,经济与生态效率均在效率值 1 左右出现

极高的单峰状分布,伴随效率水平的迅速下降,至 2008 年均呈较明显的“M”型双峰分布,主峰均位

于效率值 0. 7 左右,副峰则位于 1. 0 左右。 随着效率分化逐渐消弭,2013 年均在效率值 0. 8 左右出

现较宽的单峰分布。 随着效率水平的逐渐提高,2018 年再次呈现与 2008 年相似的“ M”型双峰分

布,但主峰位于 1. 0 左右,副峰则位于 0. 7 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在 2003、2008
和 2018 年均在效率 1 左右存在峰状分布,但生态效率峰高均相对较低,说明环境压力对城市投入产

出效率的高值区存在一定的“削峰”效应,即生态效率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数量相对经济效率要少。

图 2　 2003—2018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

图 3　 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与生态效率分布动态演进

3. 环境要素制约下的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变动

从城市个体角度对效率差异进行分析,以反映加入环境压力对不同城市效率水平的影响。 由

于不同效率模型效率值具有不可比性,因此分别对城市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的效率值进行排名,对
比发现加入环境压力对不同城市效率水平存在一定的影响。 经计算,研究期内环境压力的加入使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排名平均变动 7. 296 个位次,上中下游城市排名平均变动数分别为 9. 649、6. 628
和 6. 103 个,且总体上上游地区表现为效率水平上升(排名上升 3. 044 个),中下游分别表现为不同

程度的效率水平下降(排名分别下降 1. 340 和 1. 125 个),这说明上游地区环境效益相对较好,实现

了投入产出效率水平的相对提升,在不考虑环境约束时上游地区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水平有一定的

低估,反而中下游环境效益相比上游地区相对较差,中游地区尤为明显。
总体上经济效率排名较高(低)的城市生态效率排名也往往较高(低),出现“双高”和“双低”的

同步现象,说明环境约束对部分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水平的影响较小,另以全局空间自相关发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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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城市经济与生态效率 Moran’s
 

I 指数均为正且绝大部分年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总体上城

市效率确实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双高”城市相对集中于下游地区,如上海、台州、金华、温州、
常德、无锡等市,“双低”城市多集中于中上游地区,如六盘水、贵阳、攀枝花、淮北、广元、九江、景德

镇等市。 研究期内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高值区与低值区相对恒定,“马太效应”特征显著,城市经济

效率和生态效率与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发展模式和经济区位等有很大关联。 如长三角地区有着

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先发优势,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的高效运行,同时又能够凭借经济优势发展高新技

术带动传统工业实施转型发展,使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大幅减小;上游地区攀枝花、六盘水等市,
作为我国钢铁、煤炭工业基地,长期受制于“资源陷阱”,城市产业转型困难且生产效率较低,加之严

重的工业污染,导致其经济与生态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部分城市在考虑环境压力后效率排名出

现显著上升,如丽江、遵义、张家界、雅安、遂宁等市,该类型城市多为上游地区城市,说明上游地区

部分城市尽管经济效率水平不高,但同时经济发展对环境压力较小,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反而相对较

高;同时也出现诸如乐山、重庆、抚州、黄石等中上游城市经济效率不高,生态效率水平更低的情况,
低经济效率向生态效率恶性传导的发展效应显著。

(二)城市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空间差异

1. 城市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基本格局

基于前文不难看出加入环境压力对原有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水平存在一定的影响,为进一步分

析经济社会效益产出阶段和环境压力产出阶段在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框架中的具体效率水平,利用

网络两阶段 Super-NEBM 模型,测算得到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以进一步分析城市投入产出过程中

的效率短板(图 4)。

图 4　 2003—2018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

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分别介于 0. 774~ 0. 900 和 0. 560~ 0. 695 之间,总
体上环境效率水平低于资源效率水平,说明环境压力产出阶段的效率水平较低是造成整体生态经

济系统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 资源效率总体及各区域变动情况与经济效率变动相近,因此不再赘

述。 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效率总体水平不高,且呈现出一定的效率水平趋同现象,2003—
2015 年总体呈微弱波动下降趋势,这一阶段长江经济带整体环境效率水平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定位不断深入,对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的不断加强,2015 年后环境效

率大幅度上升。 从分区域看,各区域环境效率总体水平差距不大,上游地区较高,下游地区次之,中
游地区则相对较低;上游地区有着较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且工业化水平整体不高,经济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还较小;中游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且长期以重工业化发展作为主要发展方式,工业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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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大,因此其环境效率相对较低;下游地区第二产业占经济总体比重不断下降,同
时新型工业化发展迅速,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对中游地区要小。

2. 城市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

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进一步揭示长江经济带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差

异来源(图 5)。 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源效率基尼系数大致呈“初期快速上升—中期缓慢下

降—末期快速上升”的三阶段变化态势。 研究初期资源效率基尼系数从 2003 年的 0. 076 增长至

2008 年的 0. 111。 随着资源效率进入缓慢上升阶段,基尼系数呈微弱波动下降的趋势,2008—2015
年城市资源效率基尼系数年均下降 1. 86%,这说明在该时间段内长江经济带城市间经济协同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研究期末效率差异又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城市环境效率总体基尼系数变动

趋势与其效率变动趋势相近,2015 年前基尼系数处于较低水平,年均系数仅为 0. 059,且呈微弱波动

下降的趋势,年均下降 4. 44%;2015 年后随着部分城市深入推进实施生态文明战略,伴随环境效率

的迅速提升,城市间的效率差异反而扩大,2018 年基尼系数已达 0. 173。
分地区来看,各区域城市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区域内差异变化与总体趋势相近,但上、中、下

游不同区域内差异仍较为明显。 从资源效率看,上游地区城市间差异大于中下游,上游地区城市经

济基础和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不同城市间的资源效率水平差异较大;2003—2010 年,中游地区城市

间差异大于下游地区,但 2011 年后下游地区差异反而大于中游地区。 从环境效率看,上游地区尽管

整体环境效率较高,但城市间差异同样高于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部分资源型工业城市环境效率不

佳;下游地区次之;中游地区最小。 资源与环境效率区域间差异变动均与总体差异相近,下游与中

游的资源与环境效率地区间差异较小,中游与上游、下游与上游差异相对较大。
从效率差异的贡献来源看,资源与环境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均为超变密度,这表明城市发展中

存在的交叉重叠问题是造成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资源效率尤为显著,达 50%左右。 资源与环

境效率区域内差异贡献均在 30%左右,保持长期稳定且略大于区域间差异。 资源效率超变密度和

区域间差异贡献总体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总体变动不大,环境效率超变密度贡献波动上升,区域间

差异贡献则波动下降。

图 5　 2003—2018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源与环境效率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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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1. 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

为进一步探索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的驱动因素,选择面板 Tobit 回归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全域及上

中下游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进行回归之前,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以削弱

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人均 GDP 和专利授权量做对数化处理,同时对各检验模型进行共线性

检验,各模型变量均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法检验,VIF 均值均小于 4,各变量 VIF 值均不大于 5,能够进

行面板 Tobit 模型分析。 基于 Tobit 回归模型和各项指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EFFt

i =α0 +α1 lnPGDP t
i +α2STt

i +α3FIt
i +α4GOt

i +α5OP t
i +α6 lnINt

i + χ t
i (3)

ENEFFt
i =β0 +β1 lnPGDP t

i +β2STt
i +β3FIt

i +β4GOt
i +β5OP t

i +β6 lnINt
i + εt

i
 (4)

式(3)和式(4)中:EFF、ENEFF 分别为网络两阶段 DEA 模型测算得到的城市资源效率和环境

效率测度值;i 表示地区;t 表示年份; α0 和 β0 为常数项, α1、…α6 和 β1、…β6 为各自变量的待估参数;
χ t
i 和 εt

i 为误差项。

应用 Stata16. 0 软件进行模型回归(表 1),根据各回归模型沃尔德卡方检验( Wald
 

chi2 )及其 P
值(Prob>chi2)、对数似然值(Log

 

likeihood)可知,基于长江经济带全域及其上、中、下游城市样本的

各回归模型总体上均显著。
表 1　 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
上游 中游 下游 全域

EFF ENEFF EFF ENEFF EFF ENEFF EFF ENEFF

lnPGDP 0. 042
(1. 37)

0. 004
(0. 18)

-0. 049∗∗

(-2. 46)
0. 076∗∗∗

(5. 08)
0. 097∗∗∗

(8. 74)
0. 055∗∗

(2. 41)
0. 077∗∗∗

(8. 11)
0. 053∗∗∗

(4. 58)

ST -0. 390∗∗∗

(-3. 65)
-0. 066
(-0. 82)

-0. 322∗∗∗

(-4. 42)
-0. 326∗∗∗

(-5. 97)
-0. 667∗∗∗

(-10. 68)
-0. 665∗∗∗

(-5. 16)
-0. 504∗∗∗

(-11. 76)
-0. 321∗∗∗

(-6. 19)

FI -0. 051∗∗∗

(-4. 72)
0. 019∗∗

(2. 37)
0. 011
(0. 99)

0. 033∗∗∗

(3. 78)
-0. 001
(-0. 20)

0. 032∗∗

(2. 37)
-0. 020∗∗∗

(-4. 34)
0. 025∗∗∗

(4. 31)

GO -0. 297∗∗∗

(-3. 93)
0. 020
(0. 36)

-1. 174∗∗∗

(-10. 68)
0. 141∗

(1. 72)
-0. 388∗∗∗

(-6. 31)
0. 018
(0. 14)

-0. 370∗∗∗

(-8. 69)
0. 0932∗

(1. 81)

OP -0. 673
(-0. 85)

-0. 944
(-1. 59)

-2. 084∗∗∗

(-6. 72)
-0. 597∗∗

(-2. 57)
0. 283
(1. 46)

0. 305
(0. 76)

-0. 680∗∗∗

(-4. 14)
-0. 567∗∗∗

(-2. 85)

lnIN 0. 017∗∗∗

(2. 77)
-0. 004
(-0. 87)

0. 040∗∗∗

(6. 53)
-0. 003
(-0. 78)

0. 001
(0. 42)

-0. 003
(-0. 59)

0. 009∗∗∗

(3. 67)
-0. 004
(-1. 29)

cons 0. 680∗∗∗

(2. 99)
0. 579∗∗∗

(3. 39)
1. 397∗∗∗

(9. 05)
-0. 018
(-0. 16)

0. 271∗∗∗

(3. 24)
0. 330∗

(1. 91)
0. 398∗∗∗

(5. 53)
0. 225∗∗∗

(2. 58)

N 496 496 576 576 656 656 1
 

728 1
 

728

Wald
 

chi2(6) 61. 18 14. 36 192. 61 100. 43 288. 12 62. 78 389. 66 128. 05

Prod>chi2 0. 000
 

0 0. 025
 

9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Log
 

likeihood 219. 329 360. 536 433. 501 600. 899 556. 534 81. 078 1
 

084. 787 757. 215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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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结果分析

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对城市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均具有显著支撑作用,这说明从整体看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提升资源和环境效率,经济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物质需求和环境质量的

期望,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生产效率提升,并对低碳行为、环境规制和企业污染排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从而提高了环境效率。 创新能力的增强对资源效率提升影响较为显著,但创新能力提高

并未实现对环境效率的有效支撑,创新能够减少经济活动对各项资源的需求,提高资源生产率,但
由于研发成本的存在,创新产出更多以提高生产力为导向,使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污染排放也相应

增加。 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对城市资源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均存在显著负面效应,在较长时间内长江

经济带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同时工业领域尤其是传统工业成为国际低端外资的主要目的

地,尽管这对经济发展总体有利且推动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但“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形

式不仅经济效益低下,亦对生态安全形成巨大压力。 金融发展和财政投入对资源效率的提升呈现

显著负面影响,金融体系发展与金融规模的迅速扩大不相适应,反而因降低了市场的必要流动性而

形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同时资本的逐利行为往往导致资金局部过度集中;政府财政对市场过度干

预可能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合理资源调配,造成资源分配失衡。 金融发展和财政投入对环境效

率的提升较为显著,金融发展有助于拓宽企业资金获得的渠道,有助于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尤其是

绿色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对环境的压力;政府财政直接参与生态保护工作,
实施更为严格的企业排污监管和更为有效的环境治理,以及实施政府主导下的地方产业战略转型,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

分区域看,不同驱动因子对各区域资源效率、环境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 伴随经济水平

的提高,仅下游地区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有显著提升,而中游地区环境效率提升的同时资源效率反

而出现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是中游地区为实现环境压力的减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身发展效

益。 第二产业作为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对各区域效率提升均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仅
对上游地区环境效率不显著,概因其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包括重化工和建筑业等在内的污染性工业

规模较小。 金融发展对各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均较为显著,金融规模的扩大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尤
其绿色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促进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但金融发展对资源效率

的支撑不足,在上游地区更是表现为显著负面效应,上游地区较差的经济环境和产业基础使企业较

难盈利,加之资本的逐利性,金融发展反而导致本地资本过度流失,对地区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政府财政的干预活动仍对资源效率提升存在普遍的负面影响,政府财政的使用多以地方战略为导

向,容易出现过度使用和重复建设现象,导致整体效率下降,且政府财政对各区域环境效率的支撑

还不明显,在中游地区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说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直接介入对中游地区的环境效

益改善有较显著作用。 外资流入仅对中游地区的效率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上游地区的外资规模还

较小,其流入对区域效率影响不大;下游地区效率水平较高,区域资金充足且来源多样化,尽管外资

引入规模较大,但对区域整体的影响较小;中游地区引进外资的目的地以工业化为主,加之长期以

来对外资监管缺位,导致不良外资的使用造成了地区效率的损失。 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在中上

游地区有效推动了资源效率的提升,说明科技发展有效提升了资源生产率,但对下游地区资源效率

却并未表现出科技创新的应有正向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尽管下游地区科技水平相对较高,但科技发

展形成的低成本效应导致资本、人才、资源的过度集中,反而不利于整体资源效率提升,同时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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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各区域环境效率优化均未形成有力支撑,科技对环境保护支撑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
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以上计量模型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其主要问题是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反因果关

系,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城市资源效率,但城市资源效率的提升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内生性检验(前文已对创新能力滞后两期处理,此处不再做

滞后处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 2)显示除少数结果显

著性水平发生变化外,整体回归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说明前文主回归结果总体上是可靠的。
表 2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上游 中游 下游 全域

EFF ENEFF EFF ENEFF EFF ENEFF EFF ENEFF

lnPGDP 0. 048
(1. 52)

-0. 001
(-0. 07)

-0. 029
(-1. 35)

0. 089∗∗∗

(5. 61)
0. 090∗∗∗

(7. 82)
0. 055∗∗

(2. 23)
0. 077∗∗∗

(7. 81)
0. 054∗∗∗

(4. 43)

ST -0. 398∗∗∗

(-3. 60)
-0. 016
(-0. 20)

-0. 344∗∗∗

(-4. 46)
-0. 363∗∗∗

(-6. 25)
-0. 675∗∗∗

(-10. 68)
-0. 703∗∗∗

(-5. 16)
-0. 497∗∗∗

(-11. 35)
-0. 324∗∗∗

(-6. 00)

FI -0. 056∗∗∗

(-5. 07)
0. 021∗∗∗

(2. 62)
0. 006
(0. 49)

0. 035∗∗∗

(3. 76)
-0. 000
(-0. 05)

0. 034∗∗

(2. 42)
-0. 024∗∗∗

(-4. 94)
0. 025∗∗∗

(4. 18)

GO -0. 240∗∗∗

(-3. 13)
0. 025
(0. 46)

-0. 962∗∗∗

(-8. 16)
0. 227∗∗

(2. 56)
-0. 378∗∗∗

(-6. 12)
0. 027
(0. 21)

-0. 308∗∗∗

(-7. 09)
0. 106∗∗

(1. 97)

OP -0. 919
(-1. 13)

-0. 919
(-1. 59)

-2. 073∗∗∗

(-6. 39)
-0. 662∗∗∗

(-2. 71)
0. 314
(1. 61)

0. 394
(0. 94)

-0. 746∗∗∗

(-4. 46)
-0. 564∗∗∗

(-2. 73)

lnIN 0. 023∗∗∗

(3. 68)
-0. 002
(-0. 39)

0. 041∗∗∗

(6. 45)
-0. 005
(-1. 05)

0. 007∗∗

(2. 40)
-0. 001
(-0. 17)

0. 015∗∗∗

(5. 80)
-0. 002
(-0. 65)

cons 0. 591∗∗

(2. 55)
0. 588∗∗∗

(3. 57)
1. 173∗∗∗

(7. 25)
-0. 120
(-0. 99)

0. 295∗∗∗

(3. 45)
0. 327∗

(1. 77)
0. 355∗∗∗

(4. 80)
0. 205∗∗

(2. 24)

N 465 465 540 540 615 615 1620 1620

Wald
 

chi2(6) 58. 51 13. 35 161. 12 104. 45 291. 83
 

64. 32 377. 70 127. 28

Prod>chi2 0. 000
 

0 0. 037
 

8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Log
 

likeihood 212. 684 371. 489 400. 851 554. 201 533. 116 61. 317 1
 

034. 278 692. 332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 t 值。

考虑到现有研究更多以传统和非期望效率模型的效率结果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为验证研究结

果的稳定性,现将因变量替换为经济效率(econo)和生态效率(ecolo)进行重新回归以验证上述分析

的稳健性,若回归结果能以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回归结果解释,则上述分析的可信度较高。 结果

(表 3)显示,在长江经济带全域及上中下游回归结果中,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率基本一致,而生态效率

也能够通过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回归结果的叠加效应进行解释,且不难看出生态效率回归结果

以资源效率为主导,较难反映城市环境效率的外部驱动特征,也进一步验证了打开系统“黑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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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效率作分别探讨的必要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上游 中游 下游 全域

econo ecolo econo ecolo econo ecolo econo ecolo

lnPGDP 0. 033
(1. 14)

0. 029
(1. 01)

-0. 053∗∗∗

(-2. 65)
-0. 031
(-1. 53)

0. 105∗∗∗

(9. 45)
0. 096∗∗∗

(8. 24)
0. 078∗∗∗

(8. 39)
0. 079∗∗∗

(8. 46)

ST -0. 379∗∗∗

(-3. 70)
-0. 476∗∗∗

(-4. 79)
-0. 283∗∗∗

(-3. 87)
-0. 456∗∗∗

(-6. 26)
-0. 637∗∗∗

(-10. 19)
-0. 726∗∗∗

(-11. 10)
-0. 489∗∗∗

(-11. 63)
-0. 591∗∗∗

(-14. 02)

FI -0. 051∗∗∗

(-4. 90)
-0. 040∗∗∗

(-3. 95)
0. 011
(0. 96)

0. 013
(1. 09)

-0. 006
(-0. 99)

-0. 005
(-0. 75)

-0. 021∗∗∗

(-4. 64)
-0. 017∗∗∗

(-3. 68)

GO -0. 273∗∗∗

(-3. 76)
-0. 238∗∗∗

(-3. 38)
-1. 123∗∗∗

(-10. 16)
-1. 016∗∗∗

(-9. 25)
-0. 385∗∗∗

(-6. 26)
-0. 454∗∗∗

(-7. 06)
-0. 358∗∗∗

(-8. 57)
-0. 321∗∗∗

(-7. 65)

OP -0. 274
(-0. 36)

-1. 223∗

(-1. 67)
-1. 687∗∗∗

(-5. 41)
-1. 743∗∗∗

(-5. 62)
0. 276
(1. 43)

0. 304
(1. 50)

-0. 438∗∗∗

(-2. 72)
-0. 627∗∗∗

(-3. 88)

lnIN 0. 021∗∗∗

(3. 54)
0. 015∗∗∗

(2. 71)
0. 041∗∗∗

(6. 73)
0. 039∗∗∗

(6. 39)
0. 002
(0. 67)

0. 003
(0. 83)

0. 011∗∗∗

(4. 59)
0. 008∗∗∗

(3. 32)

cons 0. 697∗∗∗

(3. 20)
0. 816∗∗∗

(3. 86)
1. 371∗∗∗

(8. 85)
1. 248∗∗∗

(8. 10)
0. 175∗∗

(2. 09)
0. 318∗∗∗

(3. 63)
0. 345∗∗∗

(4. 90)
0. 408∗∗∗

(5. 77)

N 496 496 576 576 656 656 1
 

728 1
 

728

Wald
 

chi2(6)
 

63. 61 53. 94 168. 73 189. 98 302. 86 285. 69 431. 73 393. 72

Prod>chi2 0. 000
 

0 0. 025
 

9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Log
 

likeihood 239. 996 254. 431 430. 884 433. 996 556. 482 525. 962 1
 

119. 052 1
 

113. 809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 t 值。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基于传统和非期望 Super-EBM 模型分别对 2003—2018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与生态效率

进行分析,随后基于网络两阶段 DEA 模型测算了城市资源与环境效率,并以回归模型讨论了影响城

市投入产出效率的驱动因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长江经济带全域及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经济与生态效率水平均呈先降后升的“U”形变化

趋势,上升趋势相对较弱,总体效率水平出现下降,总体上经济与生态效率存在“单峰”和“双峰”分

布交替变动趋势,下游地区经济与生态效率水平高于中上游地区,空间上效率分布存在较强的集聚

效应,“马太效应”显著。 环境压力约束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产生一定影响,对不同

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不同,对上游地区总体效率水平影响较为显著,其整体生态效率水平高

于经济效率水平,中下游地区生态效率水平则较其经济效率水平低。
第二,资源效率整体特征与经济效率相近,环境效率则表现为“长期微弱波动下降—短期显著

提升”的趋势。 资源效率基尼系数变化大致呈“上升—下降—上升”的三阶段变化趋势,环境效率差

异变化则与经济效率变化趋同,总体差异显著提高,下游区域内效率分异最为显著,下游与上游的

区域间差异较大,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为超变密度,其次为区域内差异。
第三,从驱动因子看,资源与环境效率受外部因素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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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区域总体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显著正向驱动作用,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则对资源与环境效率均

有显著的负面效应,金融发展和政府财政尽管对区域资源效率存在显著的负面效应,但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环境效率的提升,同时由于各地区经济产业基础等的不同,各外部因素在不同区域的驱动

表现存在显著差异。
(二)启示

实证结果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差异,反映了环境要素

制约下对区域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在讨论城市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时空差异特征的基础上,深挖

实现区域效率提升的关键驱动因素,为实现区域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提升提供了以下重要

参考。
1. 建立共识,深化合作,突破固有发展壁垒

第一,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生态安全一损俱损,需要形成“一盘棋”共识,依托生态文

明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形成全流域“经济发展共商共建、生态安全联防共

治”的长期共识。 第二,针对区域效率壁垒不断扩大,“马太效应”持续存在的现象,应在经济建设和

环境治理上突破各自为政的行政壁垒,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和生态环境跨

区域治理的双重机制。 第三,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上海、武汉等城市为核心,以成渝城

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为增长极,以点带面,充分发挥经济与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

应,着力提升区域整体效率水平,以推动长江经济带全域高效发展。 第四,针对部分区域城市经济

效率与生态效率水平严重失衡的现象,应着力打破当前发展桎梏,一方面摒弃部分城市不顾生态安

全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应当保护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权利,着力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益并

行不悖。
2. 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增强新型发展动能

第一,充分依托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与生态环境现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下游地区应

持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游地区工业产业布局相对密集,经济发展伴

随资源效率的显著下降,生态环境保护尽管得到一定改善但矛盾依然尖锐,应着力实施产业转型,
强化环境保护监督,提高产业管理水平;上游地区应在保护长江源地生态安全红线的前提下,依托

良好的资源环境发展生态工农业、生态旅游产业等实现经济发展,扩大生态经济规模,着力推动相

关城市走出“资源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当前科技创新多以转化为生产率为导向,对环境

效率的支撑有限,应当扩大对高新前沿科技、绿色创新成果的引进落地,下游地区作为创新驱动发

展的中心地区,应当有效推动科技创新能力向环保科技等领域扩张,同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中上

游辐射,特别是中游地区,应当加强以科技引领高效发展,发挥科技对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
3. 金融驱动,合理干预,构建绿色发展模式

第一,应加快以银行为主体、民间资本为补充的全流域金融体系建设,有效扩大绿色金融规模,
发挥绿色金融活动的重要中介作用,畅通资金流通渠道,保障市场的充足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引导资金从高污染行业流向创新型、环保型的高技术行业,进一步扩大绿色金融的生态效益,并
扭转金融发展造成的资源效率损失。 第二,应当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集约化利用,减少政府财政

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避免政府干预下的过度投资与重复建设,政府应当在环保监管、节能减排等

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推动地区生态效益的提升。 第三,应加强对低质量外资流入的管控,扩大

3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2 期　 　 　

对高质量外资的引进,特别是中游地区,外资作为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引进尽

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低质量外资消耗了大量资源并增加了环境压力,造成了显著的效

率损失,应适当提高外资准入门槛,有效监控外资流向,逐步消除低层次外资导致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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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input- output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takes
 

108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uses
 

Super-EBM
 

model
 

to
 

measure
 

their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use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o
 

analyze
 

their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and
 

uses
 

the
 

network
 

two-stage
 

model
 

to
 

measure
 

thei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is
 

us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sources.
 

Finally 
 

the
 

panel
 

Tobit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riving
 

differenc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oth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lower
 

reaches 
 

the
 

middle
 

reaches
 

and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efficiency
 

distribu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peak 
 

and
 

􀆵double
 

peak 
 

alternating
 

chang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urban
 

input
 

output
 

efficiency.
 

2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are
 

generally
 

similar 
 

whil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shows
 

a
 

trend
 

of
 

􀆵long-term
 

slight
 

decline
 

-
 

short-term
 

sharp
 

rise .
 

The
 

main
 

sourc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hypervariable
 

density 
 

followed
 

by
 

inter-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input
 

and
 

output
 

efficienc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iscal
 

expenditure
 

efficienc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resources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positively
 

to
 

the
 

effe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driving
 

effect
 

of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input - output
 

efficiency 
 

such
 

as
 

establishing
 

cooperation
 

consensus 
 

promot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panding
 

green
 

finance 
 

adjust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regul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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